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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关怀［1］一直是自然科学领域重点关注的

问题，这与世界范围内诸多国家普遍进入老龄化社

会及重疾比例不断上升的现实背景紧密相关。根据

联合国定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

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7% 时，就意味着这个国家

或地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比例超过 14% 就进

入“老龄社会”。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 年末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达到 1.96 亿人，占总人口的 13.5%。［2］中国

无疑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截止到 2018 年，全球

已经有 91 个国家进入了老龄化社会。［3］面对日益

严重的老龄化现状，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全球只有

14% 的人接受了“临终关怀”。［4］

临终关怀是一种照护方案，“与医生或者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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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临终关怀题材纪录片作为医疗题材纪录片与老年题材纪录片的杂糅，既继承了医疗题材纪录片的一般叙事

要素，又在传统的叙事模式下变奏出独具一格的话语形式 , 聚焦病患或老年群体，展现了“临终”这一特

定的社会景观，传递出特殊的人文关怀。具体而言，中国临终关怀题材纪录片通过呈现临终日常仪式化

形态、展现多重叙事空间的并置与互渗，以及刻画多重身份的在场与隐喻，建构出独特的社会临终景观。

此外，在探寻以生死观念、伦理观念以及个体观念所建构的社会临终文化中，临终关怀题材纪录片试图

实现对“死亡”怯魅，延伸“孝”的现代观念，以及破除临终“孤寂”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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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终关怀”词源为“Hospicecare”，又被译为“安息护理”“终末护理”“缓和医疗”等。香港的学者称之为“善

终服务”，在台湾被称为“安宁照顾”。

［2］《 第 七 次 全 国 人 口 普 查 公 报（ 第 五 号 ）》，http://www.stats.gov.cn/ztjc/zdtjgz/zgrkpc/dqcrkpc/ggl/202105/

t20210519_1817698.html，访日期：2021 年 5 月 11 日。

［3］《世界国家人口老龄化排名》，http://www.chamiji.com/201803202155.html，访问日期：2018 年 3 月 19 日。

［4］宁晓红：《中国缓和医疗的发展和思考》，《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201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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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巡回医护协会互相配合，为垂死的病人及其家

属提供缓和性和支持性的照顾”。其目的是“使用

一种约定俗成、依人、依时、依地有所变化的有序

的活动，来控制调节那些无序的情绪，使病人在

有序的过程中安然度过人生的最后一站”［1］。自

然科学领域对临终关怀的相关研究主要在于关注医

疗技术与社会工作介入如何得以相互配合减轻临终

者身心痛苦的方法与途径。［2］而在老年人群体日

渐庞大的严峻现实下，如何对常年衰弱的老年人或

患有严重病症甚至绝症的老年人进行日常生活的照

拂，“使他们不至于感到孤独无依，在精神上仍能

安身立命，在死神来临之时不致感到恐惧不安，反

而能从容自然地接受死亡”［3］，也成为社会学、

心理学、伦理学等多学科同时关注的问题。而临终

关怀题材纪录片便是纪录片工作者对此社会问题的

敏感捕捉与呈现。

一、临终关怀题材纪录片：现代临终景观
的影像呈现

本质上来讲，对临终的关注实际上影射着对死

亡的思考。从古至今，人类关于死亡问题的探索从

未停止，生死议题成为各类艺术创作的“母题”，

投射进不同的文本中。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

著作《伊凡·伊里奇之死》便是疾病痛苦下濒临死

亡的个人体验，是其在临终前对生命“由死向生”

的深切思考，影响了其后期的艺术创作理念。这是

托尔斯泰在“死亡文学”范畴内留下的思考死亡的

样本。在中国以余华为代表的当代作家们亦不断叩

问死亡的真谛，蕴藏着对个体的深切关怀。临终作

为极近死亡的特殊状态，在社会老龄化的现实背景

下，逐步受到关注。近年来涌现出的多部病患题材

电影便呈现出对临终问题的隐秘思考。如《翻滚吧，

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关于我妈的一切》

等。这些电影往往聚焦病患在临终阶段的心灵与身

体救赎，来实现对于生命终极意义的探索。“影像

能将物质事物‘现象化’为一种意义的平面，并作

为富有意味的‘视域’重新投射回现象世界”［4］，

相较于故事片对于现代临终社会的“意义化”呈现，

纪录片的真实性与直面性，便让我们无限贴近现实

世界中的临终景观。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临终关怀题材纪录片可以

看作医疗题材纪录片和老年题材纪录片的杂糅。［5］

临终关怀题材纪录片虽带有二者的影子，却又迥然

独立。2017 年播出的医疗剧《急诊科医生》中，主

演张嘉译曾在片尾“医疗小常识”中对“安宁治疗”

进行过讲解。而像《生命缘》《生门》《人间世》

《中国医生》等医疗纪录片，它们立足于不同视角，

关注医患关系，讲述病患及家属与疾病抗争的故事。

惊险、紧急、快节奏是其特有的风格。这种积极正

面的叙事倾向，与传统观念当中，医生应当履行“救

死扶伤”的职责理念一脉相承。临终关怀题材纪录

片的出现，则颠覆了人们对于医院的既定印象。虽

然其也关注医患关系，讲述病患抗击病魔的故事，

但“临终关怀室”这一特殊的医院一角，被放大至

观众面前。“临终关怀机构像个充斥着各种背反的

‘异物 ' 填充在以‘救死扶伤 ' 为宗旨的医院里”［6］，

纪录片将镜头聚焦此处，便揭开了临终景观的神秘

面纱。而在老年题材纪录片视域中，我们更多看到

的是老年生活的百态，并没有重点关涉生死议题。

因而，临终关怀题材纪录片实际是现代医疗纪录片

快节奏救援中的“慢拍子”，而同时是老年纪录片

中对生命“燃尽”时的终极关怀。可以说，临终关

怀题材纪录片具有其特定的社会问题属性与现实主

义品格。

具体来说，临终关怀题材纪录片是以临终群体

［1］崔以泰、黄天中：《临终关怀学：理论与实践》，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2，第 8-13 页。 

［2］王树生：《超越孤寂：文明进程中的临终关怀及死亡》，《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2 期。

［3］傅伟勋：《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 7 页。

［4］周月亮：《影视艺术哲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第 20 页。

［5］虽然当前癌症患者逐步年轻化，接受临终关怀的对象并非全部是老年人，但当前临终关怀题材纪录片的群体仍以老

年人为主，笔者姑且将其视为医疗题材纪录片和老年题材纪录片的杂糅。

［6］薛立勇、曹庆：《何处安心是吾乡——临终关怀机构的空间分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

第 2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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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纪录对象，通过展现其临终日常，传达社会

临终关怀理念，传递正确生命价值观。我国临终关

怀题材纪录片近几年才逐步出现。2016 年，临终关

怀主题纪录片作为医疗题材系列纪录片《人间世》

中的一集，引发了人们极大的关注与讨论。同年，

独立纪录片导演郭栋梁拍摄的长片《失控的生命》

入围第 11 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纪录片单元，并在

好莱坞获独立纪录片大奖。与此同时，在 2016 年

环球公益盛典上，全球首部临终关怀 VR 纪录电影

《摆渡人》进行首映。《摆渡人》拍摄地——松堂

临终关怀医院，是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导演

董宇辉通过 VR 全景式记录了临终群体的生活，试

图让观众贴近死亡，从而消除对临终关怀的恐惧和

误解。2018 年，吴海鹰导演拍摄的纪录片《生命里》

再一次引发了人们的热议。金马影后万茜担任《生

命里》的解说，为观众上了一堂生动的“告别”课。

而 2019 年腾讯出品的系列纪录片《明日之前》，

则以国际化视野探讨了有关“尊严死”“安乐死”

等议题。2020 年系列医疗纪录片《医者仁心》的第

29 集，同样聚焦松堂临终关怀医院，从医者视角阐

释对临终问题的思考。此外，在中国的台湾、香港

地区也出现了一些相关主题的纪录片，如《爱你这

么多——居家安宁照顾的选择》讲述了江幸慧女士

的临终旅程。香港导演黄肇生的《伴生 Snuggle 》

则通过三个故事引发对死亡的思考。

实际上，全球范围内，也有一些代表性纪录片

关注到临终这一话题。如美国 BBC 出品的《我们

需要谈谈死亡》（2019 ）、《我死前的最后一个夏

天》（2017）；韩国纪录片《生命》（2014）、《有

一天我死了》（2017）；以及日本纪录片《生命中

最闪耀的一天：临终关怀疗养院的 40 天》（2012）、

《人生规划》（2015）、《人生百年》（2018） 等。

这也显示出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语境下，

临终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虽然当前我国临终

关怀题材纪录片创作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已为我们

在超越医学视野中考察当下社会中的临终景观提供

了一定的研究视域。

二、临终景观的多维建构：中国临终关怀
题材纪录片的叙事话语

总体而言，当下中国临终关怀题材纪录片主要

呈现出三种叙事话语形态，分别为仪式叙事、空间

叙事、身份叙事，其共同建构出独特而多维的社会

临终景观。

（一）仪式叙事：临终日常仪式的显隐性

表达

中国临终关怀纪录片，从多重维度呈现临终日

常的仪式化。分别以显性和隐性的形式呈现。显性

仪式主要有两种层面的呈现。首先，是对过节、庆

生等集体活动的呈现。如《人间世》中临终关怀医

护人员为老人们欢度重阳节，《生命里》医护人员、

志愿者等一起为王学文庆生，《一九·玖一》中为

老人们集体庆生。“生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就

具有特定的仪式属性，预示着生命前行的姿态。这

种气氛欢快的日常仪式缓解了主题沉重所带来的压

迫感，为纪录片增添了些许轻松的氛围。而将临终

患者推进一个名为“关怀室”的特殊房间，则是纪

录片呈现的最为沉重的仪式。生命将尽之时，有人

选择为亲人穿上寿衣，有人则用虔诚的祷告代替痛

哭。女儿为梁金兰祷告祝福。母亲信佛，送别的现

场没有哭泣，充满平和的祝福。除了以上生者视角

或行动的仪式行为，作为临终患者，也有属于自己

的告别仪式。梁金兰，曾经身为一名医生的她，深

知自身病情的发展趋势。在身体尚可时，她写下了

一封告别信。对这封特殊信的呈现，导演使用了“倒

叙”的叙事方式，穿插在其去世后的旁白中。当生

者已逝，呈现这封信便更具仪式感。

相较于显性仪式，纪录片对于隐性仪式的呈现

主要深藏在日常生活当中。“现代社会中具体的、

日常的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活动也纳入仪式中，具

有仪式的意义。”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仪式化行

为可以帮助行为人认识自我，建立对生活的稳定

感”［1］，临终关怀题材纪录片中的隐性仪式体现

在日常生活中的重复性或同类型行为中。《人间世》

中护工为王学文剃头、清洗身体；梁金兰的女儿为

其梳发；《生命里》中陈晓军的女儿为其剃胡须。

健康人行为功能的丧失，将日常行为依赖转向他者，

并不断呈现在影像当中，构成了由群像组成的日常

［1］JosephR．Gusfield and Jerzy Michalowicz，“Secular 

Symbolism：Studies of Ritual，Ceremony，and the Symbolic 

Order in Modern Lif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10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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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场。日常的隐性仪式将琐碎的日常串联起来，

建构起独特的叙事类型。

（二）空间叙事：实在与精神空间的并置与

互渗

临终关怀题材纪录片的空间叙事，常表现在实

在空间的并置与精神空间的互渗。中国纪录片对实

在空间的表现，一般表现为“临终关怀服务中心（医

院临终关怀科室）——家”的二重空间切换。对于

前者的空间呈现，纪录片往往采用内聚焦的叙事方

式，通过展现仪器、病床以及医护人员的日常工作

等来建构特殊的临终关怀的空间形象。而对家庭空

间的建构，较多展现厨房、卧室等与临终患者生活

轨迹重合较高的区域。《人间世》中王学文的母亲

曾筱绿在厨房中为儿子烹饪 50 岁生日饭菜。陶文

杰去看望母亲梁金兰的菜园，并与父亲在客厅谈论

了将其送入养老院的事宜。实在空间的并置与切换

主要用于推动整体叙事的进行，成为影像叙事的动

力。而显然，临终关怀纪录片更多呈现了病患及其

家属的心理空间。作为临终者心理依恋的“家”与

身体治疗所依赖的医院产生了界限的模糊，而又因

具有符号意义的“家”的多重指向，带来了心理空

间的复杂。王学文在住进医院之前就已与母亲告别，

他还特别强调了对于所住房子的告别。在与病魔抗

争 5 年之后，王学文认为自己已经分不清家和医院

哪里才是真正的家。在此，“家”已然成为了某种

具象的符号，指向了能够化解临终复杂情绪的精神

空间。因而医院与家的双重概念已经形成了意义指

涉的互渗。在纪录片所呈现的临终患者当中，王学

文应当算是较为特殊的一位。原本被诊断只剩三个

月生命期，却在医院坚持生活了 5 年。而正是长期

的停留，让他更能对这二重空间进行冷静地感受与

思考。《一九·玖一》中两位老人张志强与李振芳，

也不断强调着对回家的盼望。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为隐秘的“家”的意象，

便是故乡。《生命里》弥留之际的吴留生，临终遗

愿便是有生之年能够再次回到故乡。这个愿望最终

因为其身体的原因没有办法实现而成为遗憾，但是

家人用相机拍摄的故乡景象，使其想要归乡的心愿

得到了慰藉。中国传统文化中“叶落归根”的生

命观便在家的隐秘指涉中得以呈现。传统社会中，

家族亲人的离世往往发生在“家”这一私密空间当

中，然而现代医疗的进步，解构了私密性空间，将

其转换到医院这一公共空间当中。在空间逐步公共

化的过程中，临终者却逐渐感到孤寂。然而有所保

留的是，医院中也设立了“关怀室”这一私密空间，

让临终者在此自然地结束生命。因而，可以说中国

纪录片的空间叙事中刻意强调了一种家与故乡的观

念，指代对生命轨迹的追溯，是自我与“过去”的

一种联结。不同的空间被编织在影像之中，承载其

独特的叙事功能。

（三）身份叙事：多重身份的在场与隐喻

临终关怀的主体是人，而“人是悬挂在自己编

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1］。也就是说，人不能

够离开社会群体而被单独地解读。中韩临终关怀纪

录片中均呈现了多重角色关系，基本包含医护、亲

友、病患、志愿者等四类。他们之间的互动轨迹共

同建构了临终关怀的群体关系网。

医患关系是在临终关怀中心这一特殊空间当中

的首要关系。不同于其它医疗题材纪录片中医患关

系的对立化与极端化呈现。在中国临终关怀题材纪

录片中，医护人员主要以“拟”家人和倾听者的双

重身份对临终患者进行服务与陪伴。如《人间世》

中悬挂在上海静安区临汾社区卫生中心门口标语牌

上的几个字“人道、博爱、奉献”是临终关怀医护

工作者的职业意蕴。一方面他们对临终者进行身体

的照拂以减轻其身体痛苦。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扮

演着陌生化的倾听者角色，病人在家人面前难以表

露的心声，往往会对护理人员进行表达。

对于临终者与亲友的关系，是当前纪录片中着

墨较多的。受制于中国传统文化礼仪的影响，中国

人对情感的表达是克制而含蓄的。《生命里》陈晓

军谈起自己的女儿，说“30 多年来，她从来没为自

己考虑过，只考虑着父母”。在女儿面前，他却隐

匿这份内疚，表现的很平静。《人间世》中一直在

外当兵的王龙，与父亲关系较为疏远。面对父亲将

要离去的现实他显得手足无措，只在一旁默默陪伴。

当父亲的遗体最终消失在视线当中时，他才将所有

复杂的情感转为膝下一跪与崩溃的呼喊。梁金兰认

为自己拖累了女儿，镜头前她潸然落泪，但女儿来

［1］［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

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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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却表现的安详而平和。临终者与亲友的双向克

制，呈现出一种“隐秘”的温暖。但过分的克制，

有时会带来永远的遗憾。《生命里》身患卵巢癌的

朱慧芳，临终心愿便是与产生矛盾后多年未见的女

儿和解，最终却未能等来女儿，遗愿未了。处在临

终关怀医院这种特殊环境当中，大家都刻意避免对

死亡话题的触碰，临终者的家人们，经常要为找到

妥帖的关怀话语而发窘。纪录片便冷静的记录着这

份特别的临终景观，而如何得体的表达出此种关怀，

对现代社会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病友身份构成了临终叙事中的另外一重关系。

在渐进死亡的道路上，病友可被视为“同行者”。

但是中国纪录片中所记录的大多数临终患者实际上

已经丧失了健全的交流能力，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

的互相影响。如《人间世》王学文奇迹般生存的 5

年中，虽不断送别病友，但每当再一次经历送别时

内心仍无法平静。国外的一些纪录片则较为关注这

重关系。如韩国纪录片《生命》中，患者朴秀明学

习新的魔术后为其他病友表演。此与美国纪录片《我

最后一个夏天》有异曲同工之处。五位绝症病人聚

集在一起，共同面对无可避免的死亡，而这也带来

了临终前的特殊鼓励。杰恩是一个典型的尊严离世

坚持者。优雅乐观的她，永远在镜头前乐观开朗，

最终独自离世。

此外，中国临终关怀纪录片还有一种“他者”

身份，对整个叙事起到了特殊的推动作用。即纪录

片中出现的“志愿者”或“实习生”，具有特殊的

隐喻功能。中国纪录片中的志愿者往往承担着传递

“国家话语”的功能。《生命里》中，志愿者们为

王学文庆生，镜头详尽展现了志愿者们的用心和热

情。这一身份背后是社会文化中对于“志愿”这一

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行为的强调，是社会价值观的

体现。无论何种身份，在以生命终极关怀为旨归的

意义场中，每个人都扮演着“摆渡人”的角色。如

我国首部 VR 临终关怀题材纪录电影《摆渡人》导

演所说：他们也许只是社会的普通人，却是医院病

人们的“摆渡人”，她们的肩上承载着生与死，渡

人到彼岸。

三、中国临终关怀题材纪录片的价值追求
与文化反思

临终关怀理念作为西方临终关怀运动的产物，

在向中国“舶来”的过程中遭遇到一定的本土化生

存困境。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既已存在的一些文化

观念产生了“过敏”反应有根本性关联。西方学者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

2008）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

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它对社会、政

治和经济行为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1］长久以来，

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生命观、伦理观以及个体观

等形成了特定的“临终文化”氛围。随着现代社会

的发展，以及西方临终关怀观念的传播，中国临终

文化环境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临终关怀题材纪录

片在建构社会临终景观之时，反映出一定的社会问

题，在传统与现代文化中关照这些现象，促进临终

关怀理念的传播，也是临终关怀纪录片最终的价值

追求。

（一）生死观念的表达与“死亡”的怯魅

临终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生死文化，其中渗

透着中国传统的生死观念。从古至今，中国人关于

死亡的思考总是与自然相联系。“神、人、鬼”各

居其所的思想孕育出特有的“来世”观。儒家与道

家极其重视死亡。《礼记·祭义》中认为“众生必

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2］《庄子·外篇·知

北游》则曰：“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3］

儒家思想将死亡视为一种必然，具有一种唯物主义

色彩。道家思想中认为生死循环往复，而临终者可

以通过得“道”实现对死亡的超越，以达到对生命

的终极关怀。而佛教当中更是以“轮回”的生死观

来肯定“来世”。以“儒”“释”“道”为代表的

中国传统文化虽孕育出内涵不同且各有侧重的生死

观，但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待死亡的态度，衍

生出如接纳死亡、安详临终等具有现代临终关怀含

义的意义内涵。但“死”在传统文化观念中仍旧被

刻意遮掩，其中一些观念演变成为社会中“心照不

宣”的文化规约。如民间文化中避讳“死”字，因

而在古代常有“驾崩”“薨”“驾鹤西归”等指代

［1］［美］塞缪尔·亨廷顿等主编《文化的重要作

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

2010，第 7-10 页。

［2］引自：《礼记·祭义》。

［3］引自：《庄子·外篇·知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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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家族人员去世的替代词，即便是贫民百姓，也

常会用“往身”“离世”“过世”等词语代替。对

“死”的各种代称的出现影射出人们对这一自然现

象的恐惧想象。现代社会对死亡的否定、蒙蔽，以

及负面的刻板认知，直接影响了对现代临终关怀理

念的态度。这也体现在纪录片的镜头语言当中。中

国临终关怀题材纪录片对“死去”的呈现相对隐晦

与含蓄。《生命里》临终者的离开都在特殊的“关

怀室”内完成，拉上的隐私帘成为一道屏障，摄像

机仅仅在门口，“隔帘”记录。纪录片《明日之前》

中追踪了 104 岁的 David Goodal1z 自愿进行“安乐死”

的全过程，但在其执行死亡的最后一刻，曾宝仪选

择将摄像机按下暂停键。《人间世》中梁金兰离世

的过程，使用了落叶的镜头作为隐喻。

从唯物主义观来看，死亡是一种自然结局，其

应当被视为人类存在、成长以及发展的一部分。以

叔本华、海德格尔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死亡哲学观，

“反对漠视死亡、回避死亡的消极态度，强调死在

生中，提倡‘直面死亡’”［1］。德国社会学家诺

伯特·爱里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认为“现

代社会对死亡与临终的排斥与遮掩是需要被打破的

壁垒”［2］，因而，对死亡的“怯魅”是临终关怀

纪录片首要的价值追求。

（二）伦理观念的呈现与“孝”的延伸

毋庸置疑，临终文化中具有特定的社会伦理观

念。以家庭伦理为主线，集中体现在对“孝”观念

的强调。我国传统经典著作中就不乏对“孝”的阐释。

《孝经·三才章》中曾记载“夫孝，天之经也，地

之义也，民之行也。”［3］《弟子规》中也以“首孝悌”

强调了中国古代“孝”作为伦理观念的重要地位。

西晋王祥“卧冰求鲤”照顾继母更成为“孝”的典故。

而“孝”作为一种文化观念，也逐步演化“成为一

种家庭伦理规范，此伦理规范又通过各种礼仪成为

社会应遵守的伦理制度”［4］。在中国传统观念中，

“孝”体现在对父母亲自的照拂，而将父母送进临

终关怀中心，被视为一种“冷血”的不孝。这也是

西方临终关怀理念进行中国本土实践中出现“水土

不服”的深层原因之一。大多数子女实则无法背负

社会中的异样眼光，徘徊在父母身体痛楚与承担“不

孝”指责的双重煎熬之中，而选择被动的忽视乃至

排斥临终关怀。这也逐步形成了社会中对“孝”的

桎梏。

实际上，现代临终关怀理念一直强调着家庭伦

理，呼唤着亲情的回归。如德国社会学家爱利亚斯

便倡导临终关怀中亲人与家庭的回归。在纪录片当

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真实却又戏剧性的对比画面。

当亲人环绕身边，即便生命将尽，临终者的情绪是

平静的。如《人间世》中女儿与丈夫的陪伴，让梁

金兰的临终之旅十分安详。《生命里》沈和敏的朋

友每天轮流来探望她，带来美食和礼物，这也让她

的临终生活充满暖意。陈晓军的女儿也陪伴其身边，

细致的照料着父亲。而另一些景象却有些凄凉，朱

慧芳终究没有等到女儿的和解。子女尽孝不应陷入

由社会文化形成的某种刻板乃至偏见的困境之中。

减轻父母身体与精神的苦楚，提高临终生命的质量，

让父母安详离世，应当成为现代临终文化的基本观

念。实际上，临终者的痛苦除了来自身体的病痛之

外，还来自于面对在世亲人时内心的窘迫与不安。

而缓解这种精神痛苦，最有效的方式便是亲人与家

庭的回归，这实际上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孝”的伦

理观念具有内核一致性。“生，人之始也，死，人

之终也。始终俱善，人道毕矣。”［5］在以孝道为

根基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背景下，“善终”既是老

年人在人生最后阶段的道德选择，更是子女的道德

义务以及整个社会的道德责任。因而，临终关怀题

材纪录片在展现家族伦理观，呼唤亲人回归，延伸

“孝”的现代意义空间中，更具现实价值。

（三）个体观念的显现与“孤寂”感的破除

临终文化中亦显露出独特的个体观念。中国早

期传统观念中将“个体”价值封闭在家族组织中，

“个体”往往被视为伦理关系的某种载体，而非权

利主体的个人，这有别于西方“自我代表的个人”。

如梁启超曾言：“个人之么匿体如是，积个人以为

［1］段德智：《西方死亡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第 213 页。

［2］［德］诺伯特·爱里亚斯：《临终者的孤寂》，

郑义恺译，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8，第 69-78 页。

［3］引自：《孝经·三才章》。

［4］汤一介：《“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北

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6 期。

［5］王先谦：《荀子集解·礼论（诸子集成（1））》，

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第 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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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1］即强调“个人”是在国家落实到最小

单位中被发现的。因而传统社会中的“个人”死亡

往往作为集体性价值终结的隐喻。“大多数的中国

人往往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思考死亡，彰显、规定

死亡的意义和价值”。因而，中国人的死亡观“散

发着浓厚的伦理化、政治化、神秘化的气息”［2］。

早期的一些银幕影像如《人道》《狂流》等，便显

现了个人死亡所具有的浓厚政治意味。从生命本体

出发，抛除一切附加意义，集体价值以及伦理规范

效力逐渐消隐，人们的生命本质上是“自在”且平

等的。

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个人的主体性显现成为

现代性的核心。西方临终关怀运动对现代医疗的批

判之声在于，医疗手段的过度使用并不能够真正缓

解，甚至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临终病人的苦痛，降低

了他们临终的生命质量。一旦被“困入”医院，人

们似乎无法对自己的生命进行把控。因而，尊重病

人的自我意愿便成为了在技术理性下的人本主义回

归。对自我生命 “处置”权的诉求，成为西方个人

权利确立过程中的重要议题，也成为西方不断探讨

“安乐死”等个体死亡模式的现实背景。纪录片《明

日之前》便有对相关议题的探讨。

除此之外，听取临终者的感受，抚慰其精神亦

是临终关怀理念的核心。中国临终关怀纪录片对于

临终个体的呈现较为单薄，重点记录了临终者进入

临终关怀中心之后的生活，对于其如何抉择的心理

状态以及临终感受关照不多。相较而言，韩国临终

关怀纪录片在呈现对待死亡的观念中，强调了个体

的生命价值，认为死亡是一种宿命。如《有一天我

死了》开篇便说道：生命最终都将走向死亡，这是

一种宿命。因而韩国的纪录片中带有一种平和而舒

缓的“气质”，几乎都是通过临终者的自我阐释，

来展现对其个体化的死亡观念。这种由个体化的价

值追寻来进行深层的观念探索，为韩国的临终关怀

纪录片带了深层的现实关怀与反思性。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纪录片当中，我们可以

捕捉到临终者普遍的“孤独”之感。无论是直接呈

现临终者的“孤独”性话语，如纪录片《医者仁心》

中记录了多位老人自我讲述的孤独体验；还是通过

镜头语言展现临终者坐在轮椅或手持拐杖独行的孤

寂背影，均表达并强化了这种孤独之感。实际上，

现代社会中的孤独之感是普遍存在的，这与工业文

明背景下人的精神空虚密切相关。因而爱里亚斯认

为，“孤寂死去”这种现代生存体验并不是死亡的

应然属性，而是文明进程晚近阶段的产物。现代医

疗技术的发展在延长人的寿命之时，也将人推入到

医院这一封闭的空间之中，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因

而这也是临终关怀否定、批判并试图破除的。突出

个体的生命价值，并促进社会打破临终者的孤寂之

感，成为临终关怀纪录片另一重价值追求。

四、结语

中国临终关怀题材纪录片虽起步较晚，已然显

示出了对临终这一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不同的

叙事话语形态呈现出多维度的社会临终景观，是“反

向教育”的重要文本。临终题材纪录片还应当多维

度打捞、呈现临终群像，展现百态人生，传递真实

的社会临终文化。现代社会的临终文化深受中国传

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且伴随着社会发展的逻辑不断

演进。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在于它

是一系列意识形态变迁及解构的产物。而“意识形

态是建立在一组基本观念之上的思想系统”。［3］

探究中国临终文化的内核，离不开对构架该系统的

基本观念的考察。而在这些基本观念中找寻与现代

临终关怀理念相契合的部分，并尝试破除冲突，方

能逐步实现临终关怀理念的“中国化”，消解社会

的对抗性接受。这也是临终关怀题材纪录片最终的

价值追求。

［陈月异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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